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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士兵社交焦虑感对军营生活中人际交往信息加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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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索海军士兵的社交焦虑情绪对其军营生活中人际交往信息加工的影响。方法 整群随机抽

取海军士兵 74 名。使用人际交往焦虑量表评估海军士兵社交焦虑情绪，用 E-prime 的行为学实验测试人际交往信

息加工特点，运用相关分析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变量间的关系。结果 社交焦虑与解释偏差和顺从性均呈负相关 
（P＜0.01，P＜0.05），说明高水平社交焦虑的海军士兵消极解释偏差倾向更强、顺从性更差。中介效应 Sobel 检验

结果显示，解释偏差能够通过社交焦虑间接影响海军士兵的顺从性（z＝2.75＞1.96）。结论 海军士兵社交焦虑对

其社交信息加工有影响，且在消极解释偏差导致的低顺从性行为过程中有一定的中介作用。高水平社交焦虑的海军

士兵在消极解释偏差的影响下表现出低顺从性及其他不适应军营集体生活的行为。未来可通过解释偏差矫正训练帮

助官兵减少社交焦虑，增加其对部队的归属感，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军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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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navy soldiers’ social anxiety on the processing of interpersonal 

information in military life. Methods A whole group of 74 soldiers was randomly selected. The interpersonal anxiety scale 

was used to evaluate the social anxiety of soldiers and E-prime behavioral experiment was used to tes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person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were us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ables. Results Social anxiety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interpretation bias and compliance (P＜0.01,  
P＜0.05), indicating that soldiers with high levels of social anxiety had a stronger tendency to negative interpretation bias and 

soldiers with high social anxiety showed lower compliance. The Sobel test showed that the interpretation bias could indirectly 

affect the soldier’s compliance through social anxiety (z＝2.75＞1.96). Conclusion Navy soldiers’ social anxiety has an impact 

on the processing of interpersonal information, and it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in low-compliance behaviors caused by negative 

interpretation bias. Navy soldiers with high social anxiety show low compliance and other behaviors that do not adapt to the 

collective military lif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negative interpretation bias. The interpretation bias modification can help officers 

and soldiers reduce social anxiety, increase their sense of belonging to the troops and help them better adapt to militar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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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是一种以对潜在威胁有预期忧患的情

感、认知和行为反应为特征的消极情绪［1］。社交

焦虑则是以对负面人际交往信息的恐惧和回避为特

征的一种焦虑形式。社交焦虑障碍被定义为以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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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被迫方式处理情绪化社交信息［2］，又被称为社

交恐惧症或社交焦虑症，可以导致患者出现社交功

能丧失、生活质量下降和角色功能不良等问题。社

交焦虑普遍存在，大多数人在至少 1 种社交情境中

有不适感［3］。在一些社会群体中，社交焦虑症的终

生患病率高达 5%～12%［4-6］。社交焦虑障碍对军

队人员的影响会更为严重，因为他们面临的是纪律

严格和等级分明的军营生活及战斗准备的压力环境 
等［7］。军队高度重视集体主义的特征也对官兵

的社交行为产生独特影响［8］。Wang 等［9］估计，

21.2% 的军官和士兵至少有过 1 次社交恐惧的体

验，例如担心他人的评价、尴尬场面或被羞辱等。

值得注意的是，军队士兵的社交焦虑与抑郁、创伤

后应激障碍及其他精神疾病密切相关，同时，在军

营环境中惊恐发作和抑郁症是 2 种最常见的社交焦

虑相关性精神疾病［9］。可见，军队中的社交焦虑应

该得到军队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的更多关注，并

通过有效途径进行干预。

我们认为社交焦虑与海军士兵解释偏差有一

定的相关性。传统上，对解释偏差的调查主要利

用对潜在威胁评估的方法（如刺激 / 情景是否为负

面、负面结果的可能性），用回忆或回顾性问答测

试解释偏差。情境模拟的特殊模糊情境对特定人群

或特定情境的解释偏差有重要作用，本实验目的是

观察社交焦虑对海军士兵解释偏差的影响，因此实

验材料需要基于军营中人际交往环境。

在军营环境中，权威依从作为一种对特殊人际

交往信息的判断和选择行为，受社交焦虑的影响，

且对海军士兵的人际关系问题处理有重要作用［10］。

依从分为不合理依从（牧群行为）和理性依从（顺

从，遵从，服从）［11］。本实验基于以严格的等级管

理为特征的军营环境，目的是探索军营人际关系中

对信息判断的依从性，因此我们把受社交焦虑影响

的信息判断结果归为顺从行为，而非对某一特定的

规定、命令或准则的服从或遵从行为。最典型的从

众性实验是阿希实验，以团体形式进行测试［12-13］，

现改进的方法是采用在线测试所修改的 Asch 计算

机范例，要求被试判断他们对权威人士和陌生人所

表达的、有争议的概念或观点的认同倾向［10］，这

些表达语句由计算机呈现，同时由计算机记录下被

试的反应。

我们利用调查问卷测量被试的焦虑水平，用 

2 个心理 E-prime 实验测试人际信息处理的特点，

包括海军士兵的解释偏差和顺从性，通过分析社交

焦虑对海军士兵人际信息处理的影响，找到可行的

干预方法，以减少海军士兵社交焦虑的负面结果，

帮助海军士兵更好地融入军营生活。

1 对象和方法

1.1 研究对象 共邀请了 74 名同意参加实验的海

军士兵，73 名被试遵循实验的要求并提交了有效

的问卷，另外 1 名在试验阶段没有对刺激做出反应

而被排除。所有海军士兵均为汉族，年龄 19～30
（23.53±3.70）岁，男性，右利手，并且没有色盲、

神经问题或其他身体和心理问题的病史，至少有 
1 年的军营生活经历。参与者完成了由问卷调查和

2 项计算机任务构成的所有程序，最后获得减压玩

具作为实验礼物。

1.2 研究方法

1.2.1 人际交往焦虑量表（interaction anxiousness 
scale，IAS） IAS是 Leary［14］于 1983 年开发的一种

自我报告的社交焦虑倾向测量方法。研究发现 IAS
与测量社交焦虑和一般焦虑的量表有高相关性，说明

该量表具有聚合性和区分有效性，是有高效度的 ［15-16］。

IAS由15 个项目组成，采用 Likert-style 5 分法评分，

可选择范围从 1 分（“和我不相符”）到 5 分（“和我

极其相符”）。项目 2、3、6、10、15 是反向评分。

IAS 涵盖了广泛的焦虑情绪，包括与陌生人的互

动、聚会、与权威人物打交道、跨性别接触、随意

对话、求职面试、电话交谈，以及其他一般的、未

指明的互动，每个项目与总焦虑评分具有至少 0.45
的相关性系数，Cronbach α 值为 0.87。
1.2.2 模糊情境测试（ambiguous scenarios test，
AST） AST 范式由 E-prime 软件编写，过程如图 1 
所示。首先，屏幕中间会出现 1 个 500 ms 的“＋”

以引起对象的注意；然后提出一个模棱两可的军

营生活模糊情境，呈现时间为 2 500 ms；之后出现

第 1 种解释，被试需要在充分思考后选择他们对该

解释的认可程度；接着，第 2 种解释取代第 1 种解

释，被试再对认可程度进行评分。评分为 1～5 分 
（1 分：不认同；2 分：不确定；3 分：稍有认同；4 分：

中度认同；5 分：完全同意）。评分过程没有时间

限制。为了避免积极或消极解释的启动效应，2 种

刺激出现的先后顺序是随机的，积极解释先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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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数同消极解释先出现的刺激是相同的。在被试做

出 2 个反应评分之后，再出现 1 个新的情境。

可能性越高。实验中共有基于军营生活的 24 种情

境，均有 2 种形式的描述，如“连长说今天会有一

个紧急集合”和“一名士兵说今天会有紧急集合”。

要求每位被试对随机出现的观点句子进行信任程度

评分，一共 48 个实验材料（24 个情景×2 种表达

形式），持续约 5 min。最后以 2 种表达形式的信

任程度比值作为依从性的评估，比值越大代表依从

性越高、越容易顺从权威性的信息。

1.3 数据分析和统计学处理 调查问卷通过电脑

作答收集。15 个问题在 2 min 内可以完成，问卷

完成后再做另外 2 个 E-prime 任务。这 2 个任务

由 E-prime 2.0（Psychology Software Tools Inc.，
Pittsburgh，PA，USA）操作，整个任务在 19 英寸

显示屏（PC，刷新率 D 70-Hz）上呈现，分辨率为

1 440×900，背景为白色，指示和提醒为黑色。AST
是在顺从实验范式之前。在实验结束时，计算机将

反馈 IAS 的总分和一些建议作为被试的自我参考。

将实验数据导入 SPSS 21.0 软件进行分析，计

算焦虑、解释偏差和持续分数之间的相关性。用回

归分析评估焦虑对解释偏差和顺从的线性影响，此

外，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构建对回归结果进行进一步

分析，检查焦虑是否存在中介效果，同时控制模型

中其他因素的影响。考虑到样本量小或整体中介效

应不大，采用 Sobel 检验来检查中介效果［17］。该程

序是 Sobel（1982）测试的变式，通过构建不对称

置信区间来解释 A×B 路径的非正态分布，可用于

A 路径或 B 路径中有 1 条路径回归系数不显著的情

况下检验中介效应［18］。

2 结 果

2.1 社交焦虑、解释偏差与顺从性的相关性 表 1
中社交焦虑的水平为 IAS 的分数，解释偏差和顺从

性的平均分反映参与本研究的海军士兵们总体解释

偏差以积极解释偏差为主，且其依从性处于较高水

平。除了与年龄的相关性没有统计学意义，其余3个
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都有统计学意义。社交焦虑和解

释偏差之间负相关（r＝－0.399，P＜0.01），表明

高社交焦虑的海军士兵对军营人际交往情景的解释

有更多的消极偏差。同样，海军士兵的社交焦虑程

度越高，对他人的顺从倾向越低（r＝－0.271，P＝ 

0.021）。解释偏差与顺从性呈正相关（r＝0.310，
P＜0.01），表明具有积极解释偏差的海军士兵有

更高的顺从性。

从收集的海军士兵问卷中选择了 24 个基于军

营生活的模糊场景。这些调查问卷以 Likert-style 
11 分的等级对改编的军营生活情境的积极和消极

效价（情感效价）进行评定。模糊情境具有中性

情感效价，因此得分为 3.050～4.900 的情境被采

用，标准差为 0.447～1.930。例如，“首长让我去

他办公室”的情感效价是 4.900±0.447，“连长和

指导员经常不统一观点”是 3.050±1.791。以上这

些情境被定义为模糊的军事情境。从问卷调查中

收集了 81 个场景，从中随机选择 24 个作为本实验

材料。8 名心理专家［来自海军军医大学（第二军

医大学）心理系的专家组］和 20 名军事人员（来

自海军基层部队的心理工作人员）对这一解释进

行 11 分的评估，以－5 分代表最强的消极性，5 分

代表最强的积极性。所有选定情境的积极解释平

均得分为 3.586±0.512，消极解释的平均得分为 
－3.433±0.698，2 种解释之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34.843，P＜0.01），表明这 2 种预设的假设

之间具有良好的区分度，可以代表积极和消极 2 个

维度，用于后续实验。最终，解释偏差通过每种情

境中的积极解释认同度与消极解释认同度的比值来

测量。所有情境的平均比值＞1 代表有积极解释偏

差，且比值越大说明积极解释倾向相对于消极解释

越强。

1.2.3 顺从实验范式 采用模糊的场景来测试被试

是否会相信权威者表达的信息或一般人表达的信

息。实验的主要内容是社交信息判断任务：每个场

景都包括对被试呈现句子形式的关于不确定或有

争议知识的权威性建议（如“专家说……”）和非

权威性的建议（如“某人说……”），然后要求被

试选择信任程度（1：不赞成；2：稍有赞成；3：
比较赞成；4：完全赞成），得分越高表示顺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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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模糊情景测试的程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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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介模型 回归检验社交焦虑、解释偏差和

顺从性之间的关系，并且基于回归和相关性分析

的结果建立中介模型，见图 1。解释偏差可预测社

交 焦 虑（β＝－0.399，SE＝0.800，t＝－3.696， 
P＜0.01）和顺从性（β＝0.310，SE＝0.056，t＝2.747，
P＜0.01），社交焦虑对顺从性的预测效果不具有

表 1 社交焦虑、解释偏差和持续性之间的相关性

指标 得分 x±s 社交焦虑 r 解释偏差 r 顺从性 r 年龄 r
社交焦虑 23.75±7.54 1
解释偏差 2.10±1.02 －0.399** 1
顺从性 1.04±0.12 －0.271* 0.310** 1
年龄 23.53±3.70 －0.054 0.063 0.020 1

*P＜0.05，**P＜0.01

统计学意义（β＝－0.175，SE＝0.008，t＝－1.452，
P＝0.147）。应用 Sobel 测试来检查社交焦虑是否

存在部分中介作用，结果显示解释偏差通过社交焦

虑对顺从性的间接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z＝2.75＞ 

1.96），表明社交焦虑存在部分中介作用，但是中

介作用较弱。

3 讨 论

本研究利用模糊情景任务和改进的 E-prime 范

式测量社交焦虑对海军士兵人际交往信息加工过程

的影响。结果显示，海军士兵的社交焦虑与消极解

释偏差和顺从性呈负相关，社交焦虑在解释偏差和

顺从性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消极的解释偏差可能

通过调节社交焦虑水平引起低顺从性。Kanai 等［19］

研究认为，社交焦虑较高的人更倾向于对模糊的社

交信息进行消极解释，而且受解释偏差调节的社交

焦虑可以被视为是一种状态焦虑。此外，关于青年

社交焦虑与从众性行为关系的研究中也发现高社

交焦虑青年的从众性行为更少，对社交问题的压力

评估分数更高［10］。这些结果与本研究结果一致，

但尚未有研究探索解释偏差和顺从性行为之间的关

系，以及社交焦虑对两者关系的影响。本研究针对

特殊的军营生活环境，以海军士兵社交常见问题设

计模拟情境材料，对军营海军士兵的解释情境倾向

和顺从性行为进行了测试，探索社交焦虑对社交信

息加工的影响。

我们结合现有的认知行为理论分析社交焦

虑、解释偏差和顺从性之间关系的中介模型。

Clark 和 Wells［20］研究社交焦虑障碍的认知模型，

提出负面解释偏差是维持焦虑障碍的关键因素。许

多研究表明，与低社交焦虑的个体相比，高社交焦

虑的个体估计社交负性事件的概率和社交利益收获

更低［21-22］。在本研究结果中也观察到，解释偏差

和社交焦虑之间的关系为负性相关，负面解释偏差

可能会增加与社交情境有关的负面评价概率，引起

或加重社交焦虑情绪。在不确定或心理模糊条件下

出现的顺从性又受到个体的社交焦虑的影响［23-24］。

从顺从行为动机分析可知，获得归属感是海军士兵

顺从性行为的重要动机，与是否遵从军营中人际交

往社会团体规范密切相关。社交焦虑个体的回避

性行为如低顺从性很大程度上源于消极认知偏差，

它可作为缓解焦虑和减少其消极认知失衡的一种应

图 1 社交焦虑对解释偏差与顺从性之间关系的部分中介作用

路径A显示自变量（解释偏差）和中介变量（社交焦虑）之间的回归分析；路径B显示中介变量（社交焦虑）和因变量（顺从性）

之间的回归分析；路径C描述在没有中介变量的情况下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总效应）；当考虑中介变量时，路径C＇表

示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直接影响．路径A*路径B显示间接影响，或中介变量所有的调节作用大小．β为回归系数；SE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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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式，因此消极解释偏差导致较低的顺从性。因

此，因为害怕或担心负面的评价，高社交焦虑的海

军士兵会出现对长官或战友的社交回避行为，如不

服从命令、不听从建议，表现出我行我素的独立个

体行为，违背组织纪律。部队心理工作者应对存在

这样心理问题的海军士兵加以关注，及时结合解释

偏差训练或其他认知行为疗法干预社交焦虑，减少

海军士兵低顺从性或影响部队生活的行为。 
本研究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本实验的

样本量还不够大，可能导致在社交焦虑对顺从行为

的回归分析中回归系数不够显著。下一步研究可以

考虑扩大样本量，收集更多被诊断为社交焦虑症的

战士或部队人员的数据会有助于检验社交焦虑对顺

从行为的影响程度。其次，实验范式仍然存在需要

改进的地方。基于军营生活的实验情境，还需要考

虑其他影响测量目标变量的潜在因素。虽然结果表

明本实验中的军营生活模糊情境是有效的，但是情

境的情绪效价仍然有一定的偏差，需要进一步计算

以达到平衡。本实验利用积极与消极解释的比值来

代表解释偏差分数，利用对权威人士与非权威人士

信任评分的比值来代表顺从性评分，但这些都是对

行为的预测，未来需要进行行为实验设计进一步检

验本实验范式的效度。再次，社交焦虑的发生和维

持受社会支持、抑郁和自尊等多因素的影响，本研

究未评估环境对社交焦虑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应该

包括更多变量控制，以提高结论的可信度。最后，

人脑存在着复杂的行为控制系统［25］，这种行为模

式背后的神经机制尚未被揭示。未来可使用功能磁

共振、事件相关电位等技术来探索认知行为模型的

机制。

总之，本研究提供了一种理解社交焦虑海军士

兵解释偏差和顺从性的新方法。研究结果表明，社

交焦虑与社交信息加工之间显著相关，并在消极解

释偏差导致的低顺从性行为过程中有一定的中介作

用。这一结果有助于解释高社交焦虑的海军士兵在

负面解释偏差的影响下表现出低顺从性的原因，以

及不适应部队集体生活的内在心理机制，为未来通

过解释偏差矫正训练帮助官兵减少社交焦虑、增加

对部队的归属感、适应军营生活提供可行的理论依

据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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